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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导”如何嵌入政府过程？*

——以党政联合发文为分析框架

吕同舟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上海      200241）

[摘 要] “党的领导”既是一种政治原则，也是一整套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体制机制。在国家

治理的场景中，文件作为科层内部联系的载体贯穿政府活动的始终，而党政联合发文又是党政

治理结构高效运行的重要依托和实现党领导政府的具体机制，兼具党的文件和政府的政策性

文件双重属性，使其成为观察“党的领导”嵌入政府过程的直观视角。党政联合发文机制的运

行过程涵盖动议、起草、修改、会签和公布五个前后衔接的环节。基于此提炼分析框架，可以将

“党的领导”嵌入政府过程的基本逻辑抽象为“议题设定—规则创制—效力生成”，分别代表

着任务嵌入、内容嵌入和权威嵌入三重维度。借助对这一机制的阐释，可能有助于从理论层面

回应政党是以何种方式与国家政权发生关联进而实现有效治国理政这一问题。可以发现，“党

的领导”不仅是一种政治原则，还是一整套相互衔接的体制机制。其中，党政联合发文在贯彻

“党的领导”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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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文件因功能和属性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多种类型。此处讨论所涉及的“文件”，指相关主管部门在

应对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发布的以实施管理为目的的文件。

一、问题提出

“党的领导”既是一种政治原则，也是一整

套协同、高效、自洽的系统，其中包含了诸多具

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机制，文件机制恰是其中的

重要组件。在中国的政府实践中，文件①通常指

的是各级党政机关为实施有效管理，直接或间

接地针对特定或不特定对象，以单独或联合的

名义制发的，除法律、法规、规章以外的，采用

红色版头、盖有红色印章的规范性文件的俗称。

对于习惯于政策与法律并行的中国政府实践而

言，文件具备制定便利、程序灵活、传播快速等

优势，可以作为相应主体实施管理的直接依据，

因而成为了国家治理的常用工具。既往的改革

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工具的有效性。文件机

制的核心是文件制发主体依托自身的权威将管

理意见诉诸于“文件”这一载体并作为实施管

理的依据，因而也就呈现出文件权威程度与制

发主体的权威程度高度匹配的特征。

在各类文件机制中，有一种较为特殊的类

型是由同级党政机关联合发布的规范性文件。

这类文件是在国家治理的指向下，对需要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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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完成或负责的事项制定规范，其形式包括

通知、决定、意见等多种。在国家治理的视阈

中，较之一般性的文件机制，党政联合发文机制

的特殊性在于制发主体兼及党的组织和政府组

织，相应地，通过这一机制形成的文件也就兼

具党的文件和政府的政策性文件双重属性。作

为人格化权力结构的一种映射，党政联合发文

在形式上表征为两个制发主体共同发布文件，

在实质上则指向为了实现特定治理目的、产出

治理能力的过程，涉及到权威的系统协调和资

源的总体配置。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关键特征是“党的

领导”，相应地，在所有国家治理机制的运行中

应当体现和贯彻“党的领导”，输出政治秩序。

具体到党政联合发文中，由党政机构共同作为

发文主体，更是直接而具体地将“党的领导”贯

彻到了治国理政的实践过程中。当前学界关于

这一问题的研究多聚焦制度层面，论证中国特

色党政治理结构中党政联合发文的制度优势。

例如，王浦劬、汤彬将中国国家治理体制的独

特性归结为执政党通过政治领导、组织塑造和

意识感形态融入政府体系而形成的党政结构，

这一结构在运行层面体现出治权形态和功能承

载的特殊价值。[1]封丽霞将党政联合发文描述

为“党”“政”意志的共同表达，是执政党统一

领导的直接体现，是“党”“政”治理结构和资

源高度整合的制度化形式。[2]王立峰、孙文飞强

调，党政联合发文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具有价

值性、制度化、体制性和一元化等政治势能优

势。[3]关于这一机制究竟如何发挥作用的关注，

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此处引入政府过程的理论

视角，着力关注政府的实际运作活动，重在研

究现实政府的权力关系结构及行为的运行过

程。[4](P1-16)这与透视治理机制是如何发挥效用

的意图不谋而合，有助于展现当代中国政府与

政治运行的实践面向。

事实上，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对自身领

导地位作用的认识也是不断深化发展的。[5]尤

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

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场景中，中国共产党总揽全

局、协调各方的战略核心作用愈发显现，回应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内在需求。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坚持党的

领导不仅在理论上有了新认识，而且在实践中

有了新探索，完善了党对一切工作领导的体制

机制。”[6]（P11-12）结合当代中国特色党政治理结

构，将党政联合发文视为实现党的领导体制机

制的重要组件，借助对机制的系统阐发和深入

分析，可能有助于“以小见大”地阐释“党的领

导”是通过何种逻辑嵌入政府过程的，进而在

理论层面回应政党是以何种方式与国家政权发

生关联进而实现有效治国理政的问题。这不仅

是改善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的“根子”，也是进

一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抓手”。

二、党政联合发文机制何以成为
有效的观察视角

厘清党政联合发文机制何以成为观察“党

的领导”嵌入政府过程的直观视角，是进一步

深入研究的基础性问题和逻辑前提。结合国家

治理结构和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运行的实践状

况，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文件是科层内部联系的载体之一，贯

穿政府活动的始终。在当代中国政府过程中，

文件制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学者认为，“在

科层制的金字塔结构中，公务员的工作主要包

裹在会议与文件的形式中开展”。[7]有学者将当

代中国行政系统运转的基本形式描述为会议、

法律、文件三类，并直接提出“经常依靠的是

文件而非法律”。[8](P92)作为科层系统不可或缺

的形式和通道，文件同时承载着传递信息、发

布行政指令的一般性功能和统治、转换和执行

等政治功能。[9]如果将政府组织视为人格化的

个体，那么，作为贯穿政府活动始终的文件，恰

恰就是其在应对公共事务的过程中留下的“印

记”。反过来说，如果能够对这些“印记”进行

处理和分析，就能够观测当代中国政 府过程



第2期 “党的领导”如何嵌入政府过程？ ·123·

的某个侧面，也有助于展现国家治理的基础脉

络。更重要的是，文件是政府部门在日常运行中

自然而然产生的，因而有助于提升观察的客观

性。[10]这也有助于规避由于理论分析过于主观

而招致批评的尴尬。进一步说，“党的领导”不

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直观体现为一系列行

动的集合。通俗地讲就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文

件的“起草—审查—传达—落实—反馈”的运

行机制，将党的主张、意见转化成可操作的方

针、政策和决定，并贯彻于政策执行系统当中。
[11]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科层内部联系载体并贯

穿行动始终的文件以及文件机制，为观察“党

的领导”如何具体实现提供了直观依据。

第二，党政联合发文是党政治理结构高效

运行的重要依托之一。当代中国政治运行中最

关键的一对关系就是党政关系。当代国家治理

的独特魅力就在于党政治理结构，在运行层面

表征为“政治”与“行政”的“双轨一体”，既实

现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又发挥了政府的治理

效用，体现出组织结构、行动逻辑、意识形态、

价值导向的全面融入。[1]党政联合发文恰恰是

这一治理结构高效运行的重要依托之一。一方

面，党政联合发文意味着政党和政府组织联合

制发文件。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件生产机制，通

过这一机制产出的文件，典型特征是兼具党的

文件和政府的政策性文件双重属性，自然既要

体现执政党的意志、又要符合政府行政的一般

规则。这也就自然成为了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运行中的重要弹性因素。另一方面，文件本身就

是一种政治象征，“是直接代表中央或上级党

委政府意志的‘层级符号’和‘权力符号’”[12]，

也 是“基 层 秩 序 的 正 式 规 范 来 源 和 权 威 形

式”[13]。因此，联合发文实质上意味着对党政

治理主体的权威和资源进行系统性的整合与配

置。进一步说，党政联合发文意味着政党的意

志以行政性指令的方式扩展到了国家系统中，

并成为体系运行的规范依据。

第三，党政联合发文是实现党领导政府的

具体机制。党政联合发文以一种特有的方式实

现了政党与政府的高度统一，成为“实现政党

政治与政府行政联结融通的政策工具之一”[2]，

实质上可以被认为是实现党领导政府的一种工

作机制。依托这一机制，政党和政府的行动也

就被有效地集成在一起，并形成了相应的行动

轨迹，为观察“党的领导”如何落实提供了经验

证据。这一机制还承载着政治系统与行政系统

的耦合功能，实现了“党的领导”对政府过程的

制度性“嵌入”，成为政治系统要素与行政系统

要素耦合的重要中观载体之一。因此，基于党

政联合发文机制的系统分析，可能有助于展现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现实运行规则进而探索

国家治理理论创新。

 

三、党政联合发文的运行过程

红头文件的制发必须经过一定的环节和程

序。吴国光将文件的形成过程归纳为创制、组

建起草小组、自上而下地下达指示、修改，经过

法定程序使草案变成正式文件、在内部和外部

传达等阶段。这一条例环节勾勒了文件生产和

权威生成的基本脉络。[14](P27-33)2012年7月1日正

式施行的《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中也

对公文拟制的程序进行了明确，即“公文拟制包

括公文的起草、审核、签发等程序”。具体到党

政部门联合制发文件的情形，自然既应当符合

公文拟制的一般程序，同时又需要体现“联合”

的特征。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和机制运行实践来

看，可以将党政联合发文机制的运行过程归纳

为五个前后衔接的环节。

第一，动议。动议一词常见于法学领域，行

政立法程序的第一个环节即是动议。相应地，

“行政立法动议权指行政相对人依法向法定

有立法权限的行政主体提出有关制定、修改或

废除某项立法性文件的请求或建议权”[15]。明

确“动议”环节是科学立法和民主行政的重要

体现。恰因如此，借用这一概念并结合党政联

合发文实践，动议指的是责任部门根据管辖权

限和责任内容，提出制定文件的正式建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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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动议可能出现两种情形：由党委（或其

机关）提出动议，或由政府（或其机关）提出建

议、党委（或其机关）接受建议并提出动议。广

义上说，动议还应当包括对建议的否决。

第二，起草。动议提出以后，相关部门组织

人员起草文件。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将发文机

关的管理意见和行动策略以文字的形式上升为

对适用对象具有普遍强制性规则的过程。一般

情况下，这项工作由发文字号归属的部门牵头。

第三，修改。文件初稿完成以后会进入修

改流程。这一环节较为复杂，会视文件的主题

和内容有所差异。一般而言，初稿会先在部门内

部进行审阅和修改，在基本达成一致后征求参

与联合发文的其他部门的意见。如果议题较为

复杂，还可能组织包括人大或政协的专门委员

会在内的咨询会、协调会，也可能组织智库或专

家学者参与修改。通俗地说，这一环节的实质

是文件所涉部门进行沟通、协商并达成基本共

识，从而为正式生效打下基础。

第四，会签。会签指的是主办机关与协办机

关协商并核签的办文程序。《党政机关公文处理

工作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联合发文由所有

联署机关的负责人会签。”联合发文虽然使用

主办机关的文号，但因其采用多部门联合的名

义制发，因此，必须得到所有参与部门的认可，

方可对其所涉及的管理对象和管理事项具有普

遍影响力。换言之，在文本生产完成以后，会签

是对文本内容的正式认可，意味着依托文件制

发机关自身权威形成的管理效力正式生成。

第五，发布。党政联合发文机制运行的最

后一个环节是发布，即将文件内容告知所涉及

的特定或不特定管理对象以及其他感兴趣的个

体。相关部门也可以使用该文件作为实施管理

的直接依据。这一环节，往小了说是机制运行形

成闭环和规范化的重要体现，往大了说则是公

民行使监督权的重要基础，有助于提升党政治

理结构的公信力。当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取

决于文件事项的重要性和密级，文件的发布对

象可能会限定在特定群体。同时，在以往的实

践中，由于管理不规范等原因，也出现过不少文

件应该公开但并未公开的情形。伴随着国家治

理现代化，尤其是政务信息公开建设的不断推

进，这一环节应当会愈发规范化。

  四、“党的领导”如何嵌入政府
过程：一个分析框架

基于政府过程的理论视角，依托党政联合

发文机制的运行过程进行分析，“党的领导”嵌

入政府过程的基本逻辑可以被归纳为“议题设

定—规则创制—效力生成”三个彼此关联的核

心环节，分别意味着“党的领导”的任务嵌入、

内容嵌入和权威嵌入三重维度（见图1）。

图1   “党的领导”嵌入政府过程框架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议题设定—“动议”—任务嵌入

任何行动都应当服务于某一项任务，政府

行动自不例外。在这个意义上，任务设置是政府

行动的开端，意味着锚定了组织工作的基本方

向、框定了主要原则。作为一项基础性的权力，

任务设置直接决定着后续的工作内容和开展方

式以及工作进度。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抽象，

党政联合发文中的动议环节可以被认为是为机

制的后续运行设定了议题、确定了任务，表明掌

握动议权的部门为组织系统明确了工作方向和

主要遵循。通俗地说，动议作为党政联合发文

机制运行的开端环节，表征为提出制定某项文

件的正式建议，实质上则意味着明确了组织的

工作目的和基本任务。

正如前文所述，党的领导应当是全面而具

体的。政党掌握了议题设定权，实质上就是党

的领导在任务分配方面具体落实的明确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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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政党组织可以通过设定议题和布置任

务的方式，实现对政府和政治运行过程的整体

性、方向性把控。这也恰恰呼应了党的十九大

报告所指出的：“增强政治领导本领，坚持战略

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

维，科学制定和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落到实处。”

具体地看，议题设定体现出对权力资源总

体配置及其内部关系调整的系统性思考。掌握

了议题设定权，就可以对某项或多项国家治理

资源进行系统性配置以达到某项目的，进而提

升国家治理能力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在这个

意义上，设定议题是勾连国家体制与政策实践

的中介环节。放大到当代中国政治系统架构中，

中国共产党无疑在国家治理中议题的设定过程

中占据主导地位，通过党的领导与执政实现了

对国家权力的制度化运作。[16]议题设定权是一

种重要的国家能力，是“党的领导”嵌入政府过

程的核心关切。政党依托设置议题的方式，将

工作目标和工作任务有效地嵌入了政府运行过

程，实现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优化和治理

资源的结构性整合。

（二）规则创制—“起草”+“修改”—内容嵌入

“党的领导”嵌入政府过程的第二个维度

体现在内容方面。在政府过程运行中，党通过

将自己的意志表达成具有强制性的规则文本的

方式，有效实现了党的领导。结合机制运行的具

体环节来看，起草环节与修改环节共同表征为

文本内容和强制规则的生产，抽象地讲则是，将

主管部门的管理意见和行动策略变成具有强制

性规则，并与参与联合发文的其他单位就这些

规则达成基础性共识的过程。①这一过程恰恰

也就是规则创制的过程。事实上，无论在何种

制度体系中，掌握或主导规则创制权无疑都是

权威的重要且直观的体现。从更宏大的角度来

看，“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中，围绕文件

的起草、宣读等一整套政治流程都是具有极其

重要的象征意义的。文件的起草被视为重要的

权力象征”。[17]因此，党掌握或主导了内容生产

和规则创制的工作，直接体现出党的领导对政

府过程在内容领域的嵌入。

与此同时，文本生产和规则创制的过程实

际上就是围绕所设定的议题和工作任务对党政

机构国家治理资源进行统筹性配置的过程。例

如，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上海市普陀区人民

政府联合印发的《普陀区质量提升行动计划》

中，围绕建设上海“四大品牌”特色承载区的目

标定位实施10项重点工程，其中既有由党的机

构牵头实施的，也有由政府机构牵头实施的。

当然，在规则创制这一环节，某些时候，党

委（或其机关）可能并不承担起草任务，而是首

先由起草部门完成起草工作后接受审核。在这

种情况下，规则创制虽然不直接由党委（或其

机关）完成，但具体的起草工作是在党的领导

下具体开展的，最终也需要提交党委（或其机

关）审核，因而可以被理解成一种间接的规则

创制。更有意思的是，在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实

践中，还存在着一种文件“戴帽”的现象，即为

了进一步提升议题的合法性位阶和充分调动相

关部门配合，将本应由政府单独制发的文件“戴

帽”为党委制发或党政联合制发文件。类似的

现象还出现在，政府内部的各部门试图将本部

门的文件“戴帽”为党委政府文件，从而实现高

位推动政策落实。[18]这也就是政策文件常见的

“戴帽竞争”现象。[19]隐藏在其背后的逻辑是，

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政治运行中拥有战略

性的政治优势，从而使其天然在党政联合发文

的过程中具备了优位属性，并且这一优位属性

在与议题设置权相结合的过程中进一步凸显了

“党的领导”。

（三）效力生成—“会签”+“公布”—权威嵌入

党政联合发文的最后两个环节是 会签和

①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一些重要的政治性文件，除了联合发文部门参与修改外，还可能面向人大或政协的专门委员会、

智库以及公民等广泛征集意见。在这一场景中，文件制发过程同时还承载了意见表达和意见综合的部分功能。关于这部

分话题将另撰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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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前者指的是联署机关的负责人会签并加

盖单位公章，后者则是将文件内容告知所涉及

的特定或不特定管理对象以及其他感兴趣的

个体。在议题设定和规则创制的基础上，这一

阶段意味着文本经由特定的程序和仪式变成了

普遍性的规范，具备了法定效力。因此，可以用

“效力生成”加以概括。在这一阶段，基于复合

性的党政治理结构，借助联合发文这一机制，党

的意志具备了行政指令的属性，有机嵌入了国

家治理系统，实现了政治系统与行政系统的有

效耦合，同时党借助自身的政治权威又提升了

文件的政治效力，侧面呼应了前文所述的文件

戴帽现象，体现出党的领导对政府过程的权威

嵌入。

如果做进一步分析，效力生成实际上蕴含

着两个并行的逻辑维度。其一是以政治权威引

领管理权威。如果说前面环节形成的还仅仅是

文本，不能作为具有普遍性约束的管理规则的

话，那么，依托制发机关的权威，通过会签这一

认可行动，文件具备了实质上的效力，可以作为

相应管理的直接依据。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范

畴中，不同主体因其在国家治理和政府过程中

的功能和定位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权威类型

和作用方式。党政联合发文可以有效实现政治

权威和管理权威兼具，以政治权威引领管理权

威，进而实现国家治理效能的集成式提升。

其二是实施管理与接受监督并举。制发出

的文件通过各种媒介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政府

官方网站、新媒体、传统纸质媒体或依申请公

开等）进行公开，实际上履行的是政权对公民

告知的义务，既增强了公信力，又有助于更好地

规范公民的日常行为。反过来说，这种公布也督

促相关部门必须按照规定实施管理，为包括公

民在内的多元社会主体进行监督提供了依据。

事实上，“信息的处理及其利用决定了治理是

如何运行的，直接影响着治理的效果”[20]，而要

想实现有效的监督，必然要以信息公开为前提

条件。[21]在这个意义上，聚焦现代化的国家治

理，尤其是对那些党政联合制发的、事关公共

管理和公民日常生活的文件，除了需要特殊保密

的事项外，应当予以公开。目前，《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五条明确规定：“行

政机关 公开政 府信息，应当坚持以公开为常

态、不公开为例外，遵循公正、公平、合法、便民

的原则。”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党政联合制发的

文件多使用党的文号，因而在是否应当被纳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管理范

畴上存在争议，①但结合中国特色党政治理结构

特征来看，应当尝试逐步推进非涉密文件信息

的全公开。这也将为现代化国家进一步强化监

督提供重要的基础性条件。

五、结论

在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运行过程中，“党

的领导”不仅是一种政治原则，还是一整套相

互衔接的体制机制。关于“党的领导”的认知和

理解，应当从国家治理运行的角度进行细致剖

析，以期展现政党是以何种方式与国家政权发

生关联进而实现有效治国理政的。在国家治理

现代化的场景中，以“党政联合发文”为切口，

借助对政府过程的具体分析，可以抽象出“议

题设定”—“规则创制”—“效力生成”三个逻

辑环节，分别代表了“党的领导”嵌入政府过程

的三个维度。值得注意的是，在实践中，作为国

家治理机制的党政联合发文虽然在贯彻党的领

导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同时面临着法治规

范认同危机、国法规范适用规避、法治思维养

成阻却等挑战。[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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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Is the Leadership of CPC Embedded in the Government Process? An Analysis 
Framework Based on the Joint Process of Document Production by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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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adership of CPC is a kind of political principle and a set of mechanisms to reliaze national 

governance.In contemporary Chinese government process, documents run through government activities 
all the time, and document production by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jointly i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for efficient operation of party-government governance structure, making this mechanism an intuitive 
perspective to observe the embedding of leadership of CPC into the government process. There are five parts 
in the operation process, including motion, drafting, revision, countersignature and announcement. Based on 
this process,  the basic logic of embedding can be described as issue setting, rule creation and effectiveness 
generation, which represent three dimensions of task embedding, content embedding, and authority 
embedding. This study may be helpful to understand how party is associated with state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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